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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均收入作为社会发展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指标，被诸多国家、国际组织采纳为衡量人民

生活水平的有效指标。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最为常用的指标自有其优势与合理性，但也存

在人均收入反映的信息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人均收入不能反映非物质层面的信息等缺陷。现实数据

表明，过分依赖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可能使国家发展政策重点出现偏差，造成只有

数据增长而人民生活水平可能未得到实际改善的问题。基于此，可以使用多个量化指标或对多个指标

进行交叉比对，根据实际需要运用新指标，力求考察物质层面以外的信息等，以尽量弥补人均收入作

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单一指标的不足，更加科学全面地衡量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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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most widely applied index in the field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come per capita has been 
adopted by many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n effective index to measur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lthough it is true that income per capita has its advantages and rationality in terms of measur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Nevertheless, it also has many defects. These include that income per capita may not 
reflect the actual situation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Also, income per capita cannot reflect information beyond 
the material dimension. Empirical evidence has proved that excessive reliance on income per capita to measure and 
assess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may lead to deviations in the focu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resulting in 
solely numerical growth without an actual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Therefore, it can be helpful to 
introduce and use multi-dimensional indices and cross-check between them to correct possible errors of data. And 
new indices can be used based on actual needs to investigate information beyond the material level. Thes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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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expected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ies of simply applying income per capita in measur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to achieve a more scientific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Keywords：income per capita;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quantitative indices

发展一直是所有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宏观

角度而言，对外，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决定其国

际地位；对内，国家的发展水平体现在人民的生

活水平上，发展问题始终关乎国计民生。虽然世

界各国对于发展问题的重视由来已久，但无可否

认，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侧重点或多或少

存在差别。这个“差别”不仅体现在国家选择的

发展方式上，也体现在国家选择的发展中心、发

展内容及目标上。发展内容包括很多方面，如经济、

文化、生态等，而由于对发展内容、发展目标选

择的不同，各个国家采用的衡量发展水平的指标

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一直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的重

要目标，使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

指标。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所描绘的

“小康社会”建设蓝图中，最初提到的就有人均

收入方面的目标 [1]；2018 年我国发布的改革开放

40 年系列成果中，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评价指标

为收入水平 [2]；脱贫攻坚战略提出以来，我国确立

了“一二三”脱贫标准，这其中的“一”就是指

2020 年人均收入需要达到 4000 元左右 [3]。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中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根据国家脱贫标准，

实现全面脱贫意味着中国已经全面解决温饱问题，

所有居民的义务教育与基本医疗都得到保障。在

这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当人们的物质需求基本得

到满足、人均收入数值达到一定高度后，反思使

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 1997 年中共十五大上，我国党和政府就

已意识到发展不能局限在经济方面，为此提出了

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要求；

在之后的实践中，“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目标从聚焦

于经济增长，逐渐扩展至保障民主和人民权益、

推动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等众多方面 [1]。发

展目标的转变，体现出对“人民生活水平”理解

的深入，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人们的生活需要不

仅包括物质需求，还包括精神需求。与之相应的

是，传统的量化指标是否能科学衡量人民生活水

平、指导发展实践，这值得深入思考。这些年来，

我们对于人民生活水平内涵的理解以及相应的实

践在不断进步，但在量化指标的选择上却未有太

大的改变，至今“收入”仍是我国衡量人民生活

水平最主要的参考指标。近 20 年来，国际上对使

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可信度、科学性

的探讨逐渐增多，并取得了不小的理论成果。国

内学界对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已有相当

的研究 [4-6]，但对于人均收入这一衡量人民生活水

平指标科学性的探讨较少。基于此，本文对使用

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指标这一问题进

行反思，以期为更科学、全面衡量人民生活水平

提供一些参考。

一 GDP、人均收入和财富概念辨析

在对使用人均收入作为人民生活水平的衡量

标准进行探讨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三个概念：

GDP、人均收入和财富（wealth）。

GDP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被广泛使用，

其最初用以量化大萧条造成的经济损失 [7]，现在

一般被用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状况指数。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 GDP 是由消费、投资、政

府支出、净出口四部分数值相加得到 [8]486-488，其

结果除以人口，得到人均 GDP。人均 GDP 与人均

收入这两个术语一般被视作同义词，主要是因为

GDP 被假定为等于同一经济体中的人们可能获得

的总收入 [9]，但事实上这一假设值得怀疑。首先，

虚假 GDP 在各国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10]，这

种虚假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 GDP 作为国民生

产总值指标对社会生产活动的统计并不完全，在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不发达国家中，非正式经

济（informal economy）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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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通常未被纳入 GDP 的计算中 [11]；第二是 GDP
数据统计存在一些造假行为，如企业财务报表通

过造假用以美化企业经营状况，政府在相关数据

上造假用以美化政绩等。基于以上原因，用可能

存在虚假的 GDP 来估算国民收入就缺乏合理性与

说服力。除了虚假 GDP 问题外，多国统计数据表

明，一个国家的居民收入实际上只占到该国 GDP
的一部分。根据以上分析，人均 GDP 和人均收入

两个术语并不能等同使用；但目前为止，这两个

术语在学界基本上被默认为可以互换使用，因此，

下文中在使用这两个术语时未作区分。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收入类指标为国民总收

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这个指标实际

上是用 GDP 先减去非本国国民创造的产值，再加

上本国国民在境外产生的收入得到；国内现行的

收入指标是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个指标是在国家

总收入的基础上将政府和企业收入去除，经过再

分配后得到的居民可用于储蓄、消费的收入 [12]。

尽管学界对于收入这一数据的统计进行了细化，

在理论上变得更加精确，但事实上不论是 GNI 还
是居民可支配收入，都没有脱离需要通过宏观数

据计算的范畴——GDP 仍然是计算 GNI 和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重要数据来源和基础。因此，GNI 或
居民可支配收入与 GDP 之间的关系跟人均收入与

GDP 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

同样，收入和财富的实际含义也并不相同。一

个人的收入是否完全决定了这个人的经济能力？

高收入是否意味着高财富？答案也是否定的。更

高的收入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富有。与收入相比，

财富考虑的因素要更多，它不仅要计算物质资产，

包括可支配收入、遗产等，也要计算非物质资产，

如人力资源资本（human capital）、教育资源等。

也就是说，财富可以转化为资本和未来利润 [7]，

而收入并不一定具备这样的功能。另外，收入也

不能转化为人力资源资本，而人力资源资本是财

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收入和财富这两个概

念事实上存在很大区别，收入高的人并不一定是

拥有很多财富的人。

GDP、人均收入、财富是量化人民生活水平非

常重要且常用的三个概念，人均收入由 GDP 计算

得来，收入是财富的组成部分，从前文分析中不

难看出，三个概念存在联系。因此，在讨论与人

均收入相关的问题时，其中的一个概念与其他两

个概念产生交集不可避免，但三者间又确实存在

区别。事实上，当我们意识到 GDP、人均收入与

财富之间的区别时，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

水平指标的问题就隐约凸显出来了。人均收入的

计算是有误差的，同时收入也不完全代表一个人

的经济能力，由此，以人均收入衡量人民生活水

平的可信度会大打折扣。但是，为什么人均收入

仍然被广泛地用作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呢？

一方面，人均收入这一概念的应用与推广与国际

主流的发展理论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人均收入

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有其合理性和优势，

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辩证地认识使用人均收入

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指标这一问题。

二 使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

平指标的合理性

使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

是有其合理性的，下文将简要阐述使用人均收入

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背后的经济学逻辑与理论依据，

以及其在实践上的优势。需要注意的是，人均收

入能成为绝大多数国际组织和国家采纳的衡量人

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并不是完全因为其自身的科学

性与优势，其之所以被如此广泛应用，与欧美国

家对“发展”这一概念的有意塑造有很大关系。

“发展”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至今也没有一个

准确的定义，对于“发展”这一概念的解读不同、

侧重点不同，自然会影响到量化对象的选择——

大到各产业总产值、全国出生率，小到一个人的

择校资格等。“发展”是一种社会多维现象 [13]，

可以说，与社会交互的对象、行为几乎都可以纳

入评判发展水平的范畴。在众多社会行为、现象、

领域中，“收入”脱颖而出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

被最广泛应用的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与世

界主流的发展概念、发展学理论有很大关系。

很长时间，发展学领域叙事的构建和话语权

是完全西方化、欧洲中心化的，这种“垄断”使

得人们对发展这一概念的理解趋向被有意识塑造

成单一维度。自 19 世纪欧洲开始工业革命实现

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后，“发展”被简单地理解

为“现代化”[14]2-3，包括生产工业化、国家城市

化等多方面，这些方面无一不与经济发展产生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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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现代化成果突出地表现为科技进步带来的生

产力飞跃、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基于

这些欧美国家通过工业革命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

事实，以 Walt Rostow 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认

为发展主要是一个经济现象。Rostow 认为，发展

的最终目标与表现是经济的，是生产的高度工业

化、消费的高度繁荣；发展是通过“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来实现的，并且“经济增

长”应该是一个分步骤实现的、线性的过程。根

据 Rostow 的理论，经济增长总会逐步经历从“传

统社会”到“高水准大量消费时代”（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五个阶段，这个线性模式具有

普适性，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需遵循这样一个

规律 [14]44-45。Michael Todaro 的观点与 Rostow 非常

相似，Todaro 认为，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沿着一

个固定路径逐步实现的 [14]45-46。这种完全由欧美国

家构建的对“发展”本身和实现发展方式的阐释

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很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仍

然是最主流的观点。

正是因为如今主流的发展学观点仍然将经济

增长视为发展的重要内涵，目前国际组织、世界各

国普遍采纳的量化发展水平的三种指标：GDP、
人均收入和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均将国家 / 地区的经济表现作为量化

对象。前两者分别计算国家生产总值（经济）、

国家生产总值人头比，第三种指数计算方法更为

复杂。HDI 作为一个复合指数，其计算公式由出

生时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收入三部分构

成，意在将人的健康水平、知识水平和生活水平

同时纳入衡量发展水平的考虑范畴 [15]。

人均收入是三种量化指标中应用最为广泛的。

一方面，人均收入这一指标计算简便、表达直观，

便于将数据进行横向对比以定位欠发达地区，进

行纵向对比以评估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人均

收入被认为能科学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即收入越

高，生活水平越好，反之亦然。这种观点与前文

所提到的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现象以及自由主义经

济思想影响有关。根据传统经济学观点，人幸福

感的获得与消费行为有密切关系，在同一收入水

平条件下，人总会理性地选择最佳消费组合，以

实现自身利益和享受的最大化；人的生活质量和

幸福感不能无限扩大，因为消费总是受到收入水

平的限制 [8]436-444。只要收入提高，人就能选择自

身利益和享受更大化的消费组合，人的生活质量

与享受就会进一步提高。这个经济学逻辑就是使

用人均收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背后的理论依据，

无可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世界大部

分国家而言，人均收入是一个足够有效的指标。

大量研究表明，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国家，收入水

平和卫生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无可争议的关联 [16]。

此外，人均收入作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应用最

广泛的反映一个国家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

指标，与其他流行指标相比具有数据清晰和计算

简单的优势 [15]。尽管复合指数在量化社会现象方

面已成趋势，但至少在短期内，在衡量发展水平

方面，复合指数难以取代人均收入指标。一方面，

这些综合指数虽然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更全面的量

化反馈方面作出了积极尝试，但这种尝试的意义

却很有限，因为综合指数的计算结果与其组成部

分有显著的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均收入

是绝大多数综合指数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15]。另一

方面，在选择哪些社会生活因素作为衡量发展水

平的综合指数问题上，存在很强的主观性，构建

综合指数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社会生活价值的预判

与权衡 [17]。以构建 HDI 指数为例，HDI 指数由识

字率、预期寿命、人均收入三个指标加权计算得到，

这种选择实际上是将文化、卫生健康、经济三个

方面置于人们生活的优先位置，这其中就隐含了

对社会生活价值的预判，而这种预判具有较强的

主观性。与这类复合指数相比，人均收入很大程

度上减少了主观预判对指标的影响。

三 使用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

平指标的缺陷

尽管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之间确实存在正相关

关系，使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也确实具

有一定的理论依据与实践优势，但同时，其缺陷也

是明显的，事实证明，人均收入并不能绝对地反映

人的生活水平，将人均收入作为量化人民生活水平

的工具存在一些固有的技术及实践缺陷。

首先，人均收入不能反映社会分配结构问

题，即不能真实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状况。牛津

大学 2016 年发布的一项针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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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ECD）国家经济表现的报告显示，

在研究的 27 个 OECD 国家中，有 23 个国家的人

均收入增长率和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之间存在

明显差异 [18]。以美国为例，许多研究都表明，美

国人均收入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明显增长，而

其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停滞不前 [18-19]。人均收入

和家庭收入中位数之间的发展趋势会出现明显差

别是因为尽管国家生产总值不断提高，但收入分

配不公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除此之外，在许

多中、低等收入国家，居民收入均值和居民消费

中值之间也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也是由严重

的分配不均等因素造成的。例如，安哥拉 2005
年的人均收入约为 4000 美元 [20]，高于同期中国

的人均收入（1753.4 美元 [21]），但其人均消费支

出中位数仅为 1.4 美元 / 天 [20]，这一数字与当时世

界银行界定的极度贫困线（1.25 美元 / 天）相差无

几。如果仅统计、观察人均收入这一指标，社会

贫富差距的问题就会被掩盖。Carr-Hill 在其论文中

曾明确指出，人均收入这一指标的缺陷是明显的，

它对最贫穷的人视而不见，因此无法表明人们的

真实生活水平 [22]。事实上，有研究表明，自 20 世

纪 90 年代起，尽管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实现了一

定程度的 GDP 增长，但 GDP 增长的成果、收益

几乎都集中在各国最富有的 10% 的人手中 [23]，社

会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从人均收入这一指标

的变化上，我们无法得到这一应引起重视和警惕

的信息，与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在过去的几十

年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实现了很大增长

这一“积极信号”。

其次，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

济学家，认为 GDP、人均收入与社会发展状况、

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据此认为发展经济是推

动社会发展、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有效的途

径。然而这一观点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在探

讨与人相关的发展问题时，相关学者通常从教育、

健康等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着手，这其中，

识字率（作为衡量人的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

预期寿命（作为衡量健康、卫生水平的指标）被

广泛使用。过去，诸多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可以

有效地指示、推测同一地区人的识字率及预期寿

命水平，人均收入愈高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有

更高的识字率与预期寿命，也就是说，有更高的

教育与卫生健康水平；但近年来，人均收入与识

字率、预期寿命之间的相关性受到越来越多的质

疑。人均收入与识字率之间的正相关性掩盖了严

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性别研究学者在这一方面

已经做了丰富的研究，本文不再赘述。至于人均

收入与预期寿命之间的关联性，这一直以来是发

展学界的研究热点。诸多研究表明，尽管人均收

入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性 [16]，但需

要指出的是，人均收入并不是影响预期寿命的唯

一因素，许多其他因素都可能对其产生重要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力在日趋增加。有研究表明，经济

增长与公共健康水平（或称公共卫生水平，public 
health，通常以预期寿命作为衡量指标）之间的相

关性已经减弱，公共健康水平越来越受到公共健

康项目，即国家所提供的全民医疗保障、医疗基

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影响 [19]。从实际数据来看，

一些国家的具体数据也反映出人均收入与公共健

康水平的关联性在逐渐减弱。例如南非，其人均

收入排名靠前，但预期寿命却非常短，2005 年，

南非的人均收入达 53 844 美元 [24]，达到中上收入

国家水平，而其预期寿命仅为 54.223 岁 [25]。类似

于南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些国家的国民在

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方面均存在严重不平等现象，

或者面临严重的传染病问题而政府无力展开全民

医疗并有效控制传染病。此外，尽管许多新自由

主义者主张增加人均收入是提高公共卫生水平最

有效的方法，然而，剑桥大学 2013 年发布的一份

报告指出，降低贫困率、提高识字率实际上对改

善公共卫生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换言之，经济

实力增长与预期寿命之间具有强正相关性更可能

是因为，经济增长降低了贫困率和文盲率，这有

助于社会和个人增加对健康资源的投资，如对基

础设施、服务、教育等的投资 [26]。如果仅有收入

的提高而无卫生健康意识的提高，那么收入的增

长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将是有限的。综上所述，人

均收入反映人民生活水平，至少反映人民文化发

展水平及健康卫生水平的可信度与有效度是值得

商榷的。

人均收入与 GDP 一样，是一个人为定义的数

量指标，当这类指标被过度使用时，其反映信息

的准确性可能会逐渐减弱。古德哈特定律指出，

当一个指标本身成为一个目标时，这个指标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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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一个好的指标 [27]。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就符合

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以来，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

一系列国际组织太过频繁地使用人均收入等指标

作为衡量国家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工具，

并根据人均收入的高低给国家排序，将国家划分

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还

根据人均收入情况界定贫困程度。在这种情形

下，提高人均收入成为众多国际组织、国家的目

标。提高人均收入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当然是

有益的，但考虑到人均收入这一数值在绝大多数

情况下是通过 GDP 计算得到的，提高人均收入这

个目标很容易被转换为提高 GDP。尽管按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个逻辑关系是成立

的，即国家经济水平的总体提高会使得国家内每

一个居民的收入增长，但从提高人均收入到提高

GDP 的这一转变也容易使国家的相关政策落在虚

处，而导致人民收入实际上并无提高。世界各国

GDP 的计算主要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

口四个部分构成，这里计算的实际上是名义 GDP
（nominal GDP），意味着产品价格的变动也会对

GDP 产生影响 [8]492。许多国家为了提高 GDP 或是

保证 GDP 的增长率，不断加大政府开支，或是促

使商品价格提高。这种情况下，尽管国家 GDP 数

值增长了，由此使得人均收入的数值也得到提高，

但很难说国家的经济实现了切实的增长或者人民

收入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增加。

将宏观的数字指标直接定义为某项发展政策

或计划目标很容易导致政策出现偏差，致使一些

隐性的社会问题被长期忽略而得不到解决。在计

算 GDP 时，非正式经济活动未被纳入统计范围，

因此，当政府以提高 GDP/ 人均收入作为目标时，

相关政策很容易忽略这些经济活动中的目标对象，

但其可能正是最需要政策帮扶以实现收入提高和

生活水平提升的群体。非正式经济不仅广泛存在

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中也很普遍，据国际

劳工组织相关数据，2018 年北美地区非正式经济

就业占到总就业的 18%[28]。在任何国家，工作、

生活在非正式经济活动中的人群是容易受到伤害、

边缘化的群体，因为缺乏相关法律法规，或者监

管不便，这部分务工人员极易受到剥削，无法得

到最低薪资或最高劳动时限的政策保障。根据现

行的 GDP 统计方式，这些在非正式经济内工作的

人群的劳动成果、创造的价值不会被纳入计算范

畴。因此，当政府仅仅将提高 GDP 作为目标时，

尽管 GDP 实现了增长，那些在非正式经济活动中

生活、工作的人群所遭受的困难将很容易被忽略，

他们的生活质量也无法得到政府的重视与改善。

以印度为例，国际劳工组织的相关调查发现，尽

管在过去 20 年间印度的 GDP 实现了高速增长，

但国家的灰色经济也在不断扩大，2005 年，印度

国内在二、三产业内工作的非正式劳工约有 1.6 亿

人，2017 年超过了 2.1 亿人 [29]，这些非正式劳工

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剥削，这其中，提供家政服务

的女性劳工受到的剥削是最为严重的 [30]。实际上，

如果政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非正式经济加以

规范，使非正式经济内发生的经济活动得到有效

监管，那么，非正式经济对劳务人员的剥削情况

将会得到极大改善，这些人的收入也将得到保证；

同时，随着原本“非正式”的经济逐渐正式化，

原来“隐形的”非正式经济内创造的经济价值也

将能被纳入 GDP 的计算范畴，由此国家的 GDP
也会得到提升。由此可知，找准社会问题、社会

需求后再精准施策，才能切实提高边缘群体的收

入，切实改善其生活水平。GDP 的提升只是一种

数字表现形式，如果本末倒置，将 GDP/ 人均收入

数值的提升作为发展的目标，而不是从社会经济

中真正的问题和需求出发，如此，即便 GDP/ 人均

收入指标的数值提高了，也很难确定国家经济实

际得到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提高。

如今，对部分国际组织、国家而言，GDP 和人均

收入已经成为一个“目标”而非单纯的量化工具，

GDP、人均收入被盲目地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联系起来，认为高 GDP 就表示经济

发展状况良好，高人均收入就代表高水平的生活

质量，人均收入的提高就意味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等等。如此，GDP、人均收入数值的变化

就成为了制定相关政策、检验政策成果的标准；

而事实上，当 GDP、人均收入本身成为国际组织、

国家的努力“目标”时，这些指标就容易被有意

识地美化，不再真实、客观地反映相关信息。

此外，将人均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指

标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人均收入只计算已获得的

收入，而没有将未来收入保障或长期社会生活保

障纳入其中，而后者对人们生活质量有着极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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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方面，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多少以及稳定

与否的心理预期会影响其现在的支出，如果人们

觉得未来收入无法得到保障，那么他们会从现在

开始节衣缩食，其当下的生活质量就会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收入、生活的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可

能会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较大影响，继而可能

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20]。仅以人均收入来衡量人民

生活水平，这些隐性的、长期的心理压力与精神

损伤就可能会被忽略。

人均收入这一指标只统计、考量数字层面的

信息，这一缺陷在近年来受到较多学者诟病。许

多无形因素是人均收入没有也无法纳入计算的，

但这些无形因素却可能对人的生活水平产生很大

影响，消费质量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无法纳入

统计的无形因素 [7]。消费质量愈高，人们在消费

时获得的幸福感就会越强，但人均收入的高低与

消费质量的优劣并不完全、绝对相关，后者会受

到如国家总体科技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高铁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子。尽管中国人均收入在 2020 年仍处于世界中

位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 年世界人均 GDP
为 10 925.476 美 元 [31]， 同 期 中 国 人 均 GDP 为

10 500.396 美元 [21]），但中国发达的高铁交通网

络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出行质量。反观部分人均

收入位居中国之上的国家，这种高质量的出行是

其国民无法享受到的，那么即便他们有更高的人

均收入，在交通方面的消费质量、所获得的幸福

感却会不及中国居民。

除了消费质量，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无形因素

还包括人们自身意志的实现、情感的满足等精神

层面的反馈与获得。将收入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

平的标准，会相对忽略许多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

例如平等、自由选择的权利以及安定的社会环境

等。以沙特阿拉伯王国为例，2020 年沙特阿拉伯

人均收入超过 20 000 美元 [32]，约为同期中国人均

收入的 2 倍。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沙特

阿拉伯王国毫无疑问属于高收入国家；但某种意

义上，很难认为沙特阿拉伯国民享受着高水平、

高质量的生活，至少在生活享受的选择方面，沙

特阿拉伯国民受到很多限制。更进一步来说，将

人均收入这类纯粹的经济指标作为衡量人民生活

水平的工具，事实上是对人们生活价值、生活质

量评判的粗暴简化，它忽略了人的生活感受。

四 更加科学全面评估人民生活水平之

建议

使用人均收入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主要存在

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均收入反映的信息与实

际情况存在偏差，二是人均收入不能反映非物质

层面的信息。鉴于上述缺陷，笔者对如何更科学

全面地评估人民生活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新的指标体系，使用多个量化指

标或对多个指标进行交叉比对，以尽量修正误

差。就客观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为例，可以考虑引

入 Gini 系数、Palma 比例系数等衡量不平等情况

的指标，或同时计算人均收入和家庭收入中位数

并将两者进行对比，由此得到政府、企业、居民

三者在国家总收入上的分配情况、经济增长成果

主要惠及主体等信息。事实上，我国在构建相关

指标体系，使用多维度指标综合考量、定位社会

发展方面不乏探索与实践。早在 20 世纪末，针对

全面评价“小康生活”“小康社会”的需求，国

家统计局就开始了构建指标体系的相关探索 [4]；

中共十六大以后更是出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社会结构指数、经济与科

教发展指数、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和环保、法制

和治安五个方面的因素 [4]。这些实践都是我国关

于建立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多维度指标立体衡量

社会发展的有益探索。本文所建议的多指标体系

与上述指标体系构建实践存在一定的区别。我国

现行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体系运用的是多维

度、针对不同社会领域的量化指标，体系构建追

求的是反馈信息的广度；本文所建议的指标体系

是针对某个领域，运用多层级指标（如国家层面、

地区层面、家庭层面等）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追

求的是研究的细化和反馈信息的深度。笔者认为，

科学评估人民生活水平对信息收集的广度有很高

要求，对信息深度的要求也应该相应提高。如果

仅一味追求信息收集的广度而忽略了深度，那么

即便构建了庞大的指标体系，也很难实现对人民

生活水平的科学评估。

第二，根据实际需要运用新指标，力求能考

察物质层面以外的信息，从而更加全面地衡量人

民生活水平。自 1990 年代末以来，“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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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s matter”[33] 这一观点越来越受到关注。对

于统计学家而言，人均收入或预期寿命一类的数

量指标或许足够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

因为它们足够客观、科学，但这种客观性也有其

局限，因为人对其生活质量的感受是非常主观的，

高生活水平不仅仅是物质需求的满足，更有精神

层面追求的实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心理社会

学流派的学者一直批评仅使用静态正确的指标来

衡量人的生活水平。一些国家的学者曾提出过一

些考虑主观因素的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如

“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26]、“幸福预

期寿命”（happy life expectancy）[34] 等。因为世

界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一些尚未解决贫困问

题、温饱问题的国家而言，使用这类新指标来衡

量人民生活水平不具备可行性，因此这类指标并

未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行。但根据中国现阶

段的发展水平，考虑到现阶段中国人民的基础物

质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将这类考量人的情感

需求满足的指标运用到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实践

中，是具有实践意义的。

人的自由意志、情感、权利的实现应该是衡

量国家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这

一认识与发展学理论的不断深入密切相关。1999
年，Sen 在其著作《发展即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所提出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为人们理解发展这一概念提供了另一

种思路，即发展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使人有能力作

出更多选择：有选择做某事的能力，也有选择不

做某事的自由，但总之这种选择是人本身所希望

的、所喜爱的 [35]。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为人们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但其并不构成发展的全

部 [36]3。因此Sen提出，发展的实践应该是多方面的，

不能仅依靠某一方面的政策或手段 [36]126。尽管 Sen
的理论最终并未跳出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发

展学观点 [37]，但不可否认的是，Sen 的理论视角

颇具启发意义，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反思“发展”

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新视角。

总之，更高的收入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富有，

也并不等于更高的生活水平或更幸福的生活。人

均收入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以其作为衡量人民

生活水平的指标客观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即使从

统计技术、科学合理性角度来看，人均收入也不

能被认为是完美的，人均收入的统计、计算也存

在错漏的可能，它很难反映如非正式经济等经济

活动情况，也无法考量消费质量。同时，人均收

入与教育、健康等社会生活发展状况的关联性在

近年来常受到质疑。人均收入这一指标掩盖了贫

富差距等社会问题，过分依赖人均收入来指示国

家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状况，以及盲目追求人均

收入数值的提高，容易使国家发展政策的重点出

现偏移。对人民生活水平的衡量应该体现“个人”

和“主观情感”这两种特质，尽管对于多数量化

指标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十分困难，但现在学界并

不乏这类积极尝试与探索。

必须承认的是，尽管人均收入作为量化指标存

在诸多弱点，但它仍具有其科学性、合理性以及

作为数量指标简便、直观的突出优势。至少在短

时期内，人均收入仍然将作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

最主要的指标。但随着“发展”理论的不断演进，

衡量发展水平指标的选择也应不断创新。概言之，

发展不仅仅是指经济的发展，衡量人民生活水平

也不能仅从宏观的、经济的角度考虑，人的选择

与感受也应该成为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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